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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数字时代，大型平台企业崛起，市场结构和市场秩序发生重要变化。平台

既对原有市场秩序构成挑战，也依托其技术能力，成为其生产消费生态圈内相关秩序的设
立者和维护者。由此，技术秩序成为继自发秩序、行政秩序、法律秩序之后，维护市场有效
运转的又一重要力量。同时，大型数字平台依托数字技术优势带来的“大而管不了”问
题，成为困扰各国监管者和全社会的突出问题。行政监管与法治监管需要与时俱进，适应
数字时代特点，重点推进合规监管、分类监管、技术监管、均衡监管、价值导向监管和敏捷
监管等，促进多种秩序力量共同发力，维护市场有序运转、多方主体利益均衡和社会效益
最大化。

关键词:市场秩序 技术秩序 平台治理 市场监管

* 江小涓、黄颖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 100083，电子信箱: jiangxiaojuan@ tsinghua． edu． cn，yingxuanh@ mail．

tsinghua． edu． cn。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供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市场有效运转需要秩序，秩序可以内生于市场和社会，即自发秩序;也可以外生于监管和法治，
即制度秩序。自发秩序内生于市场运行自身，是规范市场行为的基础，但时常不足以保护市场有效
运转、消除市场产生的负外部性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制度秩序不可或缺。在市场经济中，
市场监管就成为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力量。

数字时代，市场结构和运行模式发生重要变化。市场交易的密度、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交易
形态和交易内容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交易规则和交易关系的快速变化调整前所未有，传统市场秩
序受到重大挑战，对新秩序需求强烈。特别是大型数字企业成长于宽松的监管环境，超大规模平台
受到反垄断法真实约束的情况罕见，数字企业收集的个人信息量级呈几何式增长等。这些状况引
发社会对数字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的广泛担忧和不满，加强监管的呼声和期待日渐高涨。

市场经济在许多国家实践多年，大多都能维持总体有效运行。为什么在对数字平台监管“失
效”问题上，各国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根本原因是数字时代技术、产业组织和商业模式的重要变
化对自发秩序和制度秩序有效发挥作用产生了广泛强烈的约束力量，给市场运行带来巨大挑战。
本文旨在从学理角度观察和分析这些变化和挑战，提出适应数字时代的秩序结构和监管目标，并提
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三种传统市场秩序:理论概述

所有社会都需要秩序，构成秩序的要件是规则，包括多种形态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行政命令
和法律条文等。在市场经济中，秩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事关“交易”和“预期”。市场经济是大量
交易基础上的经济形态，而且有许多跨期交易，属于长期投资;更有许多创新投资，不仅长期而且高
风险。对即时交易者而言，需要有规则来防止各种欺诈; 对长期投资者而言，需要有规则来保护产
权和执行远期合同; 对创新投资者而言，需要有规则来分散风险和为成功者提供高回报。否则，交
易中的各种避险行为会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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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传统市场秩序的三种形态
市场秩序的形成、维护和再造有多种途径。在数字时代之前，最基础的有三种:自发秩序、监管

秩序和法律秩序，后两种统称为制度秩序( Djankov et al．，2003) 。①

1．市场自发秩序:特点和效果
市场经济中，自发秩序是市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解决许多问题。自发秩序是无数交易

者在交易行为中自发形成的秩序，如交易自愿、讨价还价、遵守约定、履行合同等。不同细分市场上
的交易规则并不相同，诸如先到者得( 排队) 、价高者得( 竞价) 、急需者得( 急诊) 、有运者得( 抽签)
等等。无论哪种规则为主，只要是交易者有选择自由、可预知并能够被普遍遵循的规则，就能保障
市场的有序运转。

竞争是市场自发秩序最重要的塑造力量，只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就能保证市场运行大体有效，一
是供给方竞争，二是重复博弈。前者解决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供给方不能以信息优势长期
获取暴利，例如消费者不清楚制造成本，如果存在垄断，生产者就可能长期索取高价，只有生产者之
间的竞争可以消除这种不当后果。后者使每一次交易对声誉培养都十分重要。声誉指通过社会成
员披露产品与服务质量信息、揭露和惩罚欺诈行为( 不信守质量、价格等事先承诺) 而产生的社会
评价及影响，当存在重复博弈时，信誉不佳会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因此，对声誉的珍惜可以激励和
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合乎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纵观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史，市场竞争对于降低
交易风险和长期合同风险，提升社会信任与合作程度，可以持久和普遍地发挥积极作用。

这里要强调一下市场自发秩序的基础性作用。自发秩序时常受到内部外部干扰，波动起伏很
大，存在的不合意不合理问题很多，但自发秩序仍然是市场秩序的基础。自发秩序之所以普遍可
行，是因为当交易对象有充足选择时( 这是为什么要防止垄断的理由) ，交换的基础是基于个人能
力差异和资源条件形成的互补和互利，各方都能从交易中获益，因而有足够意愿和动力。对政府来
说，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并没有如同市场交换那样的广泛互利基础，需要依靠行政部门及其员工的
公共立场来推动。但是，个体交易中的精细计算和各方剩余非当事人无法感知，因此在规定他人之
间的交易规则时，容易形成认识和利益偏差。

2．行政监管秩序
市场能够形成自发秩序且颇有成效，为什么还会对政府监管有诉求? 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

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多数企业愿意遵守规则形成良好声誉，但如果竞争失利的少数企业孤注一掷
破环规则，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例如弄虚作假、欺行霸市、权力介入等行为时有出现。第
二，市场上的强势企业会因具备市场控制力而限制交易对方的自由选择和自愿交易能力，例如垄断
行为等。第三，长期投资者需要更加稳定可信的制度基础，强制力稳定性不够的业内规则、信誉约
束等有时无法提供足够保障。第四，企业国际化发展时，自发秩序跨国发挥作用受到很多限制，因
此，国际交易需要明文昭示的监管和法制秩序保障。第五，有些行业关系到人类健康及安全，例如
汽车、航空器、食品和医药产品等行业。在这些产业中，企业一次不当行为的后果严重，因此不能依
靠重复博弈来形成市场信誉。由于上述原因，市场秩序需要有外部力量即制度秩序的维护，使自发
秩序不会因为少数人的私利和少数事的例外而无效。

3．法治监管秩序
法律对维护市场秩序有重要作用，这里强调法治对市场秩序的一个重要功能:确定市场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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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Djankov et al． ( 2003) 的划分，市场治理秩序可以划分为私人秩序、独立裁判、国家管制和公有制。本文认为，划分为
本文中的三种类型，更能清晰区分不同市场秩序形态，而且“公有制”这种形态是将秩序内部化，并不是一种典型的基于自愿交易
的市场秩序。



的边界，定分止争。“定分”是指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相关主体的权力和权利;“止争”是指
防止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权益之争。当市场自发秩序和行政监管秩序出现冲突时，就需要相应的法
律框架。因此，通过法律规范两者边界和平衡两者博弈十分必要( 张守文，2014) 。例如，从市场监
管的流程来看，事先监管需要依法界定权力清单，事后监管需要法律提供执法依据。一般而言，法
治秩序形成相对滞后，立法是在尊重市场自发秩序和行政监管秩序的基础上，对已经相对稳定成熟
且得到多数认可的关系和规则，由国家制定并强制执行。因此，法治秩序的形成需要实践，需要时
间，但形成之后，法治秩序更具稳定性和权威性。

( 二) 与市场监管相关的理论概述
1．监管的定义与理解
监管，作为被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广泛应用的概念，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在法学

领域，《布莱克法律词典》将监管定义为通过规则或者限制的控制行为或者控制过程 ( Bryan ＆
Henry，2009) ;英国著名法学家斯科特沿用赛尔兹尼克关于监管的界定，认为监管是公共机构对那
些社会群体重视的活动进行持续集中的控制，监管核心含义在于调整行为活动，以实现公共政策目
标( 斯科特，2018) 。在经济学领域，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对市场主体的微观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以
确保其行为符合政府事前制定的约束性规则，进而纠正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 ( Edward ＆ Andrei，
2003) 。在管理学领域，有学者提出监管是政府部门或者法律授权公共机构颁布一套具有权威性
的规则，并基于具体实施机制来监督和促进市场主体遵守这些规则( Barro，1990) 。著名公法学家
普罗斯认为监管是根据既定标准或以产生大致确定的结果为目的，改变他人行为的持续且集中的
努力，其中可能包含标准制定，信息收集和行为改变机制。这一界定相对可以涵盖众多的学科范围
( 普罗瑟，2020) 。

市场监管则是指对整个市场和市场规则的监管，比较普遍地被认为是为了减少或者弥补“市
场失灵”，市场失灵根源于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等;由于政府拥有全体的
社会成员和强制力，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时具备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和交易成本优势( 斯蒂格
利茨，1998) 。有学者认为作为政府职能的市场监管涵盖产业领域、环境领域、卫生健康领域和安
全领域，并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处于不断调试和加强的状态( 王俊豪，2017，2021) 。监管模式分为
促进效率和消费的监管、保护权利的监管、促进社会团结的监管、作为审议的监管四种类型( 普罗
瑟，2020) 。① 有学者认为面对市场经济，政府执行的公共性只能突出在市场监管。市场监管就是
维持市场秩序、保障公平交易、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 洪银兴，2007) 。市场监管也是以解决市场失灵、维持市场秩序为目的，基于规则对市场主体经济
活动，以及伴随其经济活动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干预和控制( 马英娟，2007) 。

综合上述讨论，本文认为市场监管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权力主体依据法律、政策、规章、规则、
技术等手段，对正在损害或者潜在可能破坏市场秩序、损耗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主体等进行规制、
引导、处罚、服务等，目的是保护产权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并尽可能公平配
置资源和分配财富。

有一些观点不同程度地质疑政府的市场监管行为，或者对政府的市场监管行为提出约束条件。
有观点认为，政府监管是顺应产业的发展需求而产生，最终也会被管制的产业控制，即所谓的“俘
获理论”( Viscusi et al．，1995) ，认为当一个行业积极寻求监管时，会有内在的利益需求并影响监管
行为。监管作为规则是由行业获得的，其设计和运行主要是为了实现利益( Stigler，1971) 。更有学

22

江小涓、黄颖轩:数字时代的市场秩序、市场监管与平台治理

① 作为审议的监管，主要是指监管机构为解决问题和程序提供工具，为不同意见的相互妥协提供平台，提供达成共识的学
习资源等。



者认为，规制作为一种法规，是为产业部门规则“需求”所设计操作，以谋求自己的利益( 施蒂格勒，
2008) 。有学者通过对十大行业的监管机构设计进行对比( 主要包括环境、食品、水务、通信等) ，将
监管分为作为对私人干预的监管和作为合作事业的监管。监管机构在和其他多层次治理主体( 这
里的主体主要研究监管机构与政府、欧盟) 之间构成的复杂网络十分重要( 普罗瑟，2020) 。也有学
者认为监管有必要，但需要仔细区别监管内容和手段，而且不能干预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在这
些问题没有研究清楚之前，市场失灵只是政府监管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如果设计不当操作不当，政
府干预不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还会造成“政府失灵”问题，带来的新问题更甚于老问题( 江小涓，
1993;史普博，2008) 。

2．中国有关监管的理论讨论
过去的 40 多年，我国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

从这个过程的起点看，政府本就具有全面管理经济活动的功能。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监
管一直在场且地位重要，并在不同阶段对监管重点、监管方式进行适时调整。根据一些学者研究，
我国市场监管的变迁划分为行业主管阶段( 1949—1992 ) 、独立监管阶段( 1993—2008 ) 、统筹监管
阶段( 2009—至今) ;每个阶段的理念和做法都不相同，其背后的逻辑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角色
和定位的转变( 刘亚平和苏娇妮，2019) ，变化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监管方式呈现从单一主体监管向多元主体合作监管转变，多种监管方式出现，形成政府、
自律组织、消费者组织以及公民等多个监督主体共同协调运作的格局( 钱冰和刘熙瑞，2007 ) 。第
二，学习国际经验和国际合作监管成为推动监管模式转变和完善的重要力量。与其他领域一样，中
国改革开放初期向国外学习借鉴市场经济的监管经验，特别是 21 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我国在不同行业领域的发展越来越多与世界接轨，与之相对应的市场监管问题已经超越了中国本
土限制，例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出版物和视频娱乐产品版权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产品质量标准化
问题等系列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方式加入到全球的规制网络当中( 宋华琳，
2017) 。与之相对应，相关行政部门则颁布了不同领域的监管政策和法规，都强调要借鉴国际标
准，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① 第三，最近几年，加大放管服改革和改善营商环境，成为市场监管
领域的主导方向。包括深入推进简政放权，让市场更多配置资源;破除市场准入的不合理限制，降
低就业创业门槛; 推进减税降费改革，应对新冠疫情挑战等，方向是在资源配置中让市场更多发挥
作用，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江小涓，2021a) 。

二、数字技术、平台企业及对市场秩序的挑战

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带来深刻变化。平台规模巨大，市场主体迅速增加，新的产品和服务大量涌现，
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这些变化迅速改变着市场结构和运行规则，并对市场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 一) 平台规模大，承载巨量商户和消费者
大型平台是数字时代新的市场主体类型，大体上讲，平台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需求匹配

型平台，通过需要方搜索、供给方推送和平台智能系统，供需双方在平台上被精准匹配。另一类是
技术支撑平台，这类平台上各方的交易关系原本就存在，技术平台改进提升了用户间交互体验。例
如，更好的支付系统，更精准的信用提供，产业链各方更优化的交互机会等。许多平台结合了这两
种功能，成为综合性的平台。无论哪种平台，规模之大、内部的多层结构和复杂嵌套，特别是巨大的
市场影响力，是传统市场主体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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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我国现行《认证认可条例》第 7 条规定“国家鼓励平等互利地开展认证认可国际互认活动”。国际性组织间的认证
不断助推我国加入全球性治理和监管体系;再如我国现行《标准化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鼓励积极采用国际标准”。



过去 6 年，我国数字平台经济呈现大规模发展，截至 2020 年底，我国价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数
字平台企业有 197 家，比 2015 年增加 133 家; 2015—2020 年间，我国超过 10 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
业价值由 7702 亿美元增长到 35043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35. 4%，并呈现中型平台规模不断扩
张且加速成长为大型平台的趋势( 图 1) 。①

图 1 2015—2020 年中国百亿美元与非百亿美元数字平台的数量对比
数据来源: 中国信通院，《平台经济与竞争政策观察( 2021) 》。

大型平台不仅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企业，还是巨量交易场所和联接广泛的基础设施提供者。平
台上有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商家和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内容丰富，数
量庞大，交易和交互数量巨大，是一个局部市场。同时，平台连接范围极广，接入平台成为企业参与
分工与协同网络的基础条件，因此平台也具有基础设施的性质。以下是几个代表性购物平台上的
企业 /品牌商数量( 表 1) 。
表 1 2016—2020 年代表平台历年企业 /品牌商数量② 单位:万家

时间 /平台 天猫 淘宝 京东 拼多多 唯品会

2020. 12 35. 60 1065. 61 23. 64 860. 00 3. 50

2016. 12 15. 77 940. 00 13. 20 — 2. 10

资料来源: 笔者依据互联网公开资料和各平台相关报告整理;“—”表示未找到相关数据。

平台上汇聚着巨量消费者，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 4. 69 亿; 网约车用户
规模达 3. 965 亿;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到 3. 25 亿( 表 2) 。③ 同时，几大代表性平台不仅消费者数量
庞大，且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阿里巴巴生态系统全球活跃消费者数量达
到 11. 8 亿，中国消费者 9. 12 亿; ④其中淘宝天猫平台月活用户为 9. 39 亿; ⑤拼多多平均月活跃用
户数为 7. 385 亿; ⑥京东平台活跃买家数为 5. 319 亿; ⑦近三年几大代表性平台的消费者数量均呈
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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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信通院:《平台经济与竞争政策观察( 2021) 》。
资料来源: 天猫，https: / /bbs． paidai． com / topic /1104097; 淘宝，https: / /www． douban． com /note /609885979 /? cid =

51715932;拼多多，《拼多多 2020 年年度报告》;天风证券，《唯品会:多渠道深耕在线折扣零售，商业模式打造独特平台优势》，2021
年 7 月 7 日;京东，数据的时间节点为 2020 年 4 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1 年 8 月。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2021 年 6 月底止季度业绩公告》，香港，2021 年 8 月 3 日。
https: / /www． chinaz． com /2021 /0803 /1286564． shtml．
拼多多 2021 年 Q2 财报，“Pinduoduo Announces Second Quarter 2021 Unaudited Financial Ｒesults”。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及中期财务业绩公告》，2021 年 8 月 23 日。https: / /www1． hkexnews． hk /

listedco / listconews /sehk /2021 /0823 /2021082300738_c． pdf。



表 2 典型行业和平台企业用户规模 单位:亿

代表性行业线上用户规模 代表性平台用户活跃度

外卖行业 4. 69 天猫和淘宝 9. 39

网约车行业 3. 97 京东 5. 32

在线教育行业 3. 25 拼多多 7. 39

资料来源:依据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和平台财报整理。

( 二) 新商户、新品牌、新产品急速涌现且快速迭代
新产品入市管理是市场监管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传统市场监管体制中，新产品需要依据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由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某种形态的准入监管。进入数字时代，平台上
的新商户大量入驻，新品牌快速涌现，新产品，新服务数量爆发式增长，而且快速上新，高速迭代，对
监管带来极大挑战。

首先，网络店户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更迭频繁。相对于传统线下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不易，平
台上的企业进退很便捷，商家你进我出，更迭迅速。从国内某平台 2019 年各月上、下线商家的情况
看，多数月份新上线和新下线的企业合计超过 100 万户，个别月份超过 1000 万户( 主要是下线企
业) 。这是由于每年度会对线上僵尸企业实施定期的清退( 见图 2) 。

图 2 国内某平台企业 2019 年上、下线商家情况
数据来源:平台内部提供。

其次，品牌上新迅速。由于平台推出新品牌成本低见效快，入驻平台成为新品牌特别是新消费品
牌入市的主要渠道，新品牌产生活跃，呈现高占比。以京东为例，15个行业在 2019年 4月至 2020年 3
月间新晋品牌的数量占该行业全部品牌的比重均在 20%以上，有些行业高达 40% ( 图 3) 。

然后，产品上新迅速。由于平台上新几乎没有门槛，成本较低因而也无需对销售规模有较高预
期，平台新品销售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新品成为促进消费的主力军。2020 年，天猫新品总量已经达
到 2亿多(见图4) ;京东年度上新数量超过千万，新品销售贡献率2019年为58%，2020年度上新为62%。

平台上新品孵化周期短。根据 CBNData 线上调研数据，新品孵化周期提速时间占比中，提速
1—3 个月、20 天和 4—18 个月比例分别居前三位;不同行业头部新品的产品孵化周期缩短 21—45
天不等，高潜新品缩短 9—18 天不等( 图 5，图 6) 。

( 三) 内容类产品巨量闪现
文化娱乐产业是数字技术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各类网络视频、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游

戏、网络新闻等用户量巨大。2016 年 12 月到 2020 年 12 月间，各类文化领域的用户规模和网民使
用率均呈现较高值，各领域用户规模呈现直线增长趋势。例如，网络视频用户( 含短视频) 从 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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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9 年 4 月—2020 年 3 月京东 图 4 2018—2020 年天猫品牌新品总量及增速
15 个行业新晋品牌个数占比

资料来源:《2021 京东小魔方年中新品消费趋势报告》， 资料来源: CBNData、天猫，《2021 线上新品消费趋
2021 年 5 月。 势报告》，2021 年。

图 5 2020 年比 2019 年头部新品孵化缩短天数 图 6 2020 年比 2019 年高潜新品孵化缩短天数
资料来源: CBNData、天猫，《2021 线上新品消费趋势报告》，2021 年。

亿增长为 9. 27亿 ，网民使用率从 74. 5%增长为 93. 7% ;网络直播用户从 3. 4 亿增长为 6. 17 亿，其网
民使用率从 47. 1%增长为 62. 4%。庞大网络用户群体为线上内容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内容类网站产品创新活跃。近几年，短视频受到大众追捧。抖音、快手等平台网站月活率居高
不下( 见图 7) 。由于短视频拍摄简易，快手、B 站、西瓜视频、抖音等每日不断上线视频，短视频用
户规模已经超过 8 亿。

每个平台都是新内容迅速上线，新产品市场占比在迭代中处于高位。以视频网站哔哩哔哩
( 以下简称 B站) 为例，B 站月均活跃主播( UP 主) 和月均投稿数量，2018 年初分别为 30 万和 90
万，到 2020 年 2 季度，就分别增长到了 190 万和 600 万( 见图 8) 。如此数量的主播和上线内容，是
任何线下娱乐形态所不可比拟的。

图 7 2019—2020 年抖音、快手月活跃用户规模 图 8 2018—2020 年 B站每月投稿量和
月均活跃 UP主数量

数据来源:艾媒体北极星互联网产品分析系统。 数据来源:艾媒体北极星互联网产品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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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平台特性导致市场“失序”问题
上一节分析表明，平台作为一个新类型的市场主体，以其技术、规模、商业模式和市场影响力，

成为传统秩序的“麻烦制造者”，导致传统制度秩序部分“失效”，干扰着市场正常运行。
1．海量多态交易带来挑战
市场主体和新产品、新服务数量巨增，导致市场交易量巨大。同时，新交易类型不断出现，交易

类型创新频繁，支撑创新的算法等技术门槛很高，加之各平台的模式各异，统一的监管原则难以实
施，例如搜索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平台、网约车平台等，交易类型、盈利或获益模式差异显著。
另外，平台提供大量娱乐内容，由于人们对这类消费需求构成很复杂，既有减缓压力、感受快乐、提
高品味、陶冶性情、提升修养等需求，也有炫富、猎奇、攀比甚至嫉妒等意愿，两者都大量存在于网络
内容中，相当部分边界模糊。因此，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市场交易中，应该监管什么形成了巨大压力，
如何监管更需深入观察和讨论，导致制度秩序的形成速度往往赶不上交易模式的变化速度。

2．网络外部效应带来挑战
网络外部性是指当一个网络使用者数量增加时，市场出现更多的互补产品，使用某个数字平台

的用户愈多，愿意为这个平台提供应用程序的开发者就愈多。为了最大化平台用户数量，平台可能
采取差异收费和交叉补贴的行为，这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平台而不仅仅是有垄断嫌疑的大型平台所
共有的商业模式。由此，大平台除了传统的规模经济外，再叠加上网络外部性效应，有可能为消费
者和商户双方带来更大利益。平台可能不认可因规模大而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指控，不认可由于所
谓的“低价”“补贴”等行为而存在垄断或不正当竞争的指控。

3．多栖性、易模仿和快迭代带来挑战
一是“多栖性”为用户提供了多重选择。所谓“多栖性”是指用户如果对一个平台不满意，可以

轻易转换到另一个平台上。许多用户干脆直接在多个平台上注册，美国观看视频流媒体服务的用
户中 96. 1%的用户使用 YouTube，73. 8%的用户使用 Netflix，同时存在于两个平台的用户是多数。
因此，平台即使规模再大，也不敢高枕无忧怠慢消费者。二是“易模仿”抑制了排斥进入行为。平
台的新商业模式并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若某个新领域展示出潜力，多个平台都会迅速进入，迅速
拉平平台之间服务差距。三是“快迭代”抑制了优势迭加。数字技术创新迅速，今日之霸主明日就
可能被替代，市场份额较短时间就可能出现明显变化。如国内的视频市场，几年前人们还以为爱奇
艺、腾讯视频、优酷几个平台无人能挑战。最近几年，门槛低、时长短、易传播的短视频受到了用户
的追捧，并与“长视频”开展激烈竞争( 江小涓，2021b) 。这些特点导致一些观点，认为平台规模再
大，也是可竞争性的，进而质疑与市场规模相关的“垄断”指认。

4．市场交易各方关系改变带来挑战
平台具有市场主体和局部市场规制者双重身份，这些变化使传统市场上的“交易双方”变为了

“交易 N方”，交易形态也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变为了“货、钱、数据、广告”等多种形态的组合
嵌套，原有的市场自发秩序部分失效，不能满足平台企业对交易秩序的需要。例如，交易前的合同
约定变得十分复杂，平台在促成双方交易的同时获取各方相关数据，用什么服务换取哪些数据，多
数消费者无法清晰知情。再如，交易撮合型平台需要吸引消费者和商家上平台，由于消费者和商户
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平台用户，且对平台的依赖度不同。因此，平台少有在双方之间“公平”分配运
行成本的选择，而是选择对转平台成本高、依赖度高的一方( 商户) 多收费，对依赖度低的一方( 消
费者) 少收费甚至免费。同时，平台具有市场主体和市场基础设施提供者的双重身份，使平台与其
他市场主体交易时，有许多隐蔽手法形成事实上的不公平交易。交易各方关系的这种新特点，导致
平台与平台上不同类型用户的关系复杂多样，以规则透明和事前契约的方式规范各方关系的自发
秩序难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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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数据确权和交易带来挑战
数据市场与普通商品和服务市场性质差别很大，例如具有多权属、可复制、交易形态隐蔽等特

点。数据作为数字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基本元素，可以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半公共品性质。
数据市场的正当秩序是什么，什么样的权属界定和交易行为既符合其自身特点又合规合法? 在哪
类数据市场上允许自发秩序形成和发挥作用，又有哪些需要政府和法律制定规则和监管? 这些都
需要相关各方深入探讨。目前的监管实践主要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两个突出问题，即个人信息保
护和企业之间的数据权属。

1．个人信息保护
2021 年 8 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个人信息跨境传输、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权利、信息处理者的义务、监管部门职责以及罚则、违法处
理个人信息或履行处理个人信息时的相应义务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有几个重点。第一，对
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进行了明确规定。“告知 －同意”是法律确定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规则，匿
名化处理是个人数据使用的基本要求。第二，对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回应，诸如“大数据杀
熟”“公共场所数据采集”“人脸识别”等行为都有明确规定。

不过，从实践看还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仅靠“知情 －同意”这种方式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难
以做到有效保护个人信息，因为不同意就意味着无法使用某个应用，而同意的后果也是绝大多数消
费者难以知晓或者推测的。① 从国外经验看，保护个人隐私也是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难题。因此，恰
当有效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将是行政监管和法治监管的长期挑战。

个人信息也有不同类型，与个人偏好被知晓并被大量推送烦扰的情况相比，不利于个人社会评
价和地位的信息被非法泄露带来的损害更大。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个体为做错事而付出的代价
要适度，但被泄露的个人信息将永远留存在网络上，很可能不会再有改正和恢复正常工作生活的机
会。因此针对产生这类严重后果的信息泄露事件，应该给予特别重视和严厉打击。

2．企业数据权属确定和交易规范
与个人信息保护已有法律规范不同，企业数据权属和应用监管秩序仍在探索，并且处于持续调

整完善过程中。对于企业运营中产生的业务数据( 非个人数据) ，法院通过典型案例判决，例如在
“汉涛公司诉爱帮案”“大众点评诉百度”“新浪微博诉饭友”“阿里巴巴诉码注”“淘宝诉美景”等多
起案件，通过法律判决探索和规范数据市场的运行秩序，明确了对企业数据权益的保护。从
2011—2019 年国内典型的关于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获取的判例来看，对于数据要素的监管可以概
括为以下几点( 见表 3) 。②

第一，注重保护企业数据的价值创造属性，遵循贡献度原则对数据应用实施监管。企业在加
工、整理数据的过程中对整体性数据投入了相应人力、物力等，理应享有数据竞争性权益，企业在加
工数据的过程中投入的成本越大，其贡献度也越大。从“汉涛公司诉爱帮案”“大众点评诉百度”
“新浪微博诉饭友”“阿里巴巴诉码注”“淘宝诉美景”等多起案件来看，判决胜诉均对企业原始数
据获取、加工等付出的大量劳动给予肯定，认为胜诉方拥有数据产品的权益。

第二，注重不同数据的不同权属，确立双重授权原则和保护数据企业权益。一些先发展的平
台，征得平台上个人同意后获得原始数据，并通过加工形成数据产品。一些后来发展、搭载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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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提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消费者不同意收集个人信息为由拒绝提供服务，处理个人信
息属于提供产品或服务所必须的除外。但在现实中执行情况差异较大，相当多的应用程序不同意收集信息就无法使用，消费者无
法判断是否为使用其服务“所必需”。

本部分的观点，由笔者根据对审判内容的理解概括提炼，并不都是审判案卷的原文。



平台上的第三方应用商只征得个人同意，就直接应用平台数据产品的行为引发争议。在“淘宝诉
美景”和“新浪微博诉脉脉”案中，法院明确区分了用户信息、原始数据和数据产品的不同权属，规
定第三方必须经过用户和平台的双重授权才能使用平台数据。

第三，注重数据分类分层，平衡在场企业和新入场企业的权益，倾向促进数据流通和共享。随
着时间发展，大平台企业先到先得获得大量用户数据的优势日益明显，许多第三方企业认为，个人
数据为个人拥有，可以反复授权和使用，并不能被先行者所垄断。而且数据可以多层开发、多次使
用，用途不断拓展，如果先行平台垄断数据，将不利于创新和社会利益最大化。最近几年，法院根据
利益均衡原则，在判案实践中不断调整三者的权属关系，在 2019 年“微信诉抖音”案件中，法院明
确了网络平台及第三方对于数据资源整体与单一原始数据个体享有不同的数据权益。

可以看出，企业数据权属的法律规则，始终处于调整变化之中，今后，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加
速推进，看待数据问题的角度还会拓展，需要平衡的利益关系会更加复杂。总之，由于数据问题的
新颖性和复杂性，可以预期数据市场各类秩序的形成将长期处于探索、调整和变化之中。
表 3 数据监管类案件对比

案件名称 国家 处理原则 案例要旨 判决依据

汉涛公司诉爱帮案
( 2011 ) 一中民终字第
7512 号

中国 对数据的贡献度原则
企业整理所得数据受法律保护、
垂直搜索服务与被引网站构成实
质性替代。

《反垄断法》第
2 条

新浪诉脉脉案
( 2016)京 73 民终 588 号

中国
双重授权、保护企业
数据权益

互联网中第三方应用通过开放平
台例如 OpenAPI模式获取用户信
息时应坚持“用户授权”+“平台
授权”+“用户授权”的授权
原则。

《反垄断法》第
2 条

大众点评诉百度
( 2015) 浦民三( 知) 初字
第 528 号 ( 2016 ) 沪 73 民
终 242 号

中国 对数据的贡献度原则

市场主体在获取、使用他人所获
取的信息时，需要遵循公认的商
业道德、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
权益等。

《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 2 条

淘宝诉美景案
( 2018)浙 01 民终 7312 号

中国
双重授权、权益归属
性原则
保护企业数据权益

开发者对数据享有竞争性财产权
益，同行业竞争者不当利用他人
数据产品获取商业利益，属于不
劳而获的搭便车行为。

《反垄断法》第
2 条

腾讯诉聚客通案
( 2019 ) 浙 8601 民 初
1987 号

中国
数据分层、平衡不同
企业利益原则

网络平台方对于数据资源整体与
单一原始数据个体享有不同的数
据权益。

《反垄断法》第
2 条

新浪诉饭友案
( 2019)京 73 民终 2799 号

中国 对数据的贡献度原则

行为人擅自抓取、使用他人网络
数据，界面设计和被抓取网络数
据平台的内容基本相同，对他人
产品的部分内容构成实质性替
代，分流他人潜在客户，妨碍、破
坏了其他经营者的正常运行。

《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 12 条

注:部分观点和数据参考了刘星等(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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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数字时代的监管挑战:若干学术讨论
随着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大型平台的出现，双边市场理论及其运行和监管受到

高度关注。双边市场与以往相比有两个重要变化: 一是复杂交易关系的缔造和参与者，平台上存在
直接和间接网络效应，形成更为复杂的交易关系，而平台作为平台服务提供者的同时，也参与交易
活动和价格制定;二是局部市场秩序的提供者，通过平台协议、规则等，为平台各方提供交易秩序。
梯若尔( 2014) 提出，需要政府规制的原因是“不对称信息、缺少承诺、不完美的规制者”，并构建了
基于外部性理论的平台企业定价模型，考察了私人垄断和政府使用两种情形下企业收取使用费的
定位问题，分析了垄断型平台的价格机制( Ｒochet ＆ Tirole，2003，2006) 。在实践研究当中，学者们
将双边市场理论的重点应用于媒体产业、电商行业、广告行业、银行卡行业等领域的研究。以电商
行业为例，学者基于电商市场构建最优模型发现如果市场主体对于平台而言并非关键因素，那么公
共平台和私人平台都将被其选择( Bakos ＆ Nault，2010) 。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和平台企业的发展，相应监管问题也引起高度重视。有学者提出，进入数字
时代，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各个方面，都有新的挑战和机遇。同时，合
作监管日渐成为重要的监管模式，例如在“共享单车”领域，在无序和强制两种状态下，单独监管、
少数主体合作监管、多数主体合作监管、超级综合监管四种模式中，超级综合监管发挥的作用最大，
而超级监管模式则是将多元主体监管纳入平台监管的典型策略( 张丙宣和华逸婕，2019) 。有学者
认为要实施“大系统支撑、大数据慧治、大监管共治”新格局和新型监管方式( 吉富星，2021) 。进入
数字时代，平台自治更是成为互联网平台监管的重要途径，平台拥有“准立法、准执法、准司法”的
权力，具有主观能动性( 王坤和周鲁耀，2021) 。有学者从政府与市场边界和社会秩序的角度观察
问题，认为进入网络与数字时代，政府与市场边界将持续处于调整之中。同时，在已有的自发秩序、
监管秩序和法治秩序之外，又出现了第四种形态的“技术秩序”( 江小涓，2019) 。综合而言，监管本
质上是构建、维持一种良好的秩序，并在一定秩序之内实现各主体之间的利益。

总之，数字时代，市场结构和运行模式发生重要变化。传统市场秩序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对新
的秩序需求强烈而紧迫。

三、技术秩序的出现及平台自治重点

大型平台构建起局部市场，大量生产者、消费者聚集产生海量交易。由于传统的自发秩序和制
度秩序部分失效，平台就只能承担起了塑造和维护这个新市场空间秩序的功能。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平台具有不可替代的技术优势。平台自治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治理秩序，可以称之为技术秩序。

( 一) 技术秩序与平台自治
网络与数字技术带来一种新的秩序:技术秩序。复杂平台的商业模式和自治能力，都是特定技

术架构的产物，包括海量数据的获取，一组特定的程序、算法等，它们的存在构成平台特定的运行模
式。技术架构既塑造商业模式，也塑造治理能力，这种能力是极为宏观图景和极为颗粒图像的有机
统一。技术秩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技术能力支撑平台商业模式
算法可以理解、利用和引导偏好。通过线上场景拓展，数亿消费者的海量数据被获知，又能具

象到每个个体的特性和行为，总体倾向和个体偏好都能够被精准感知; 知晓了偏好就可以投其所
好，提供更合意的产品、服务和信息。同时，算法还能通过各种显性和隐性导流设计，引导原本并无
这些偏好的消费者关注和归顺这种偏好。这方面的能力主要与商业模式有关。技术也可以成为形
成市场控制力的手段，这种控制力有时决定特定商业模式能否成功运转。系统可以被设计成排他
性的分发渠道，或者使用户难以跨平台链接信息，优先或者歧视某些客户或消费者特别是自我优待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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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为平台自有商户或关联商户导流等) 。许多 P2P 文档在代码中嵌入了强制登录或强制分发
要求，用户只有在登录时分享了个人信息，或者与好友分享了文件才能下载更多内容。总之，平台
上的交易规则和平台商业模式特点，都是依托技术能力形成的，是一种源自技术的市场秩序。

2．技术能力支撑平台自治
平台自治并非传统的监管所能为，而是需要高度数据化、智能化。算法可以有效识别、筛选和

排除特定信息，从而能够通过对消费者评论和投诉等信息的处理、通过对语言文字和图片的智能比
对以及更多对特定主体、特定行为和特定场景的智能处理等，有效识别违规违法以及各种“非正
常”状态。算法还能控制平台或第三方的经营风险，例如，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画像”，对潜在贷
款客户或商户违约概率进行估计，将平台违约概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如果有必要，平台还可以对多
源异构的数据进行挖掘，获得人与事件的潜在关联，以控制更多不当行为出现。这些方面的能力构
成了平台自治秩序的技术基础。相比行政监管和法规法律，技术秩序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施
无需额外成本。例如，线上支付系统能大幅度减少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信息审查和过滤机制能够在
海量交易中保护知识产权。

3．技术赋能其他市场秩序
技术赋能传统自发秩序中的“声誉约束”。在数字时代之前，由于信息的传播渠道和范围有

限，“声誉”的影响力相对较小。进入网络时代后，信息传递广泛且成本很低，特别是平台企业，能
够高效汇聚和评价各方的“声誉”，成为规范行为的重要手段。由于人数多和交易频率高，声誉的
积累来源广泛且相对客观，声誉的产生速度较快、传播超越地域限制和特定关系人群的限制，其效
果及影响远非此前时期可比。因此，许多平台都建立了用户评论、信誉评价、信用查询及问责制度
等，帮助客户和消费者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好地做出选择。

技术赋能监管秩序。政府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平台以及更多技术手段，得到市场活动中的大量信
息，发现许多原来不易被察觉的失信行为，以及发现违法可能性较高的市场主体，有针对性地加强监
管，例如，医保部门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帮助医保系统识别和预防医疗欺诈，降低了医疗成本。

( 二) 平台自治的重点
平台自治秩序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
1．保护消费者权益
消费者是平台生存发展的基础，与线下消费者主要是购买者的身份相比，平台消费者具有购买

者和信息提供者双重身份，地位更加重要。同时，平台上交易双方不见面，产品品质既不能事先查
验，也不能在交易中“眼见为实”，商户稳定性差，如果没有平台严格监管，交易中各种欺诈行为将
呈现较高概率。因此，在多个平台的协议中，关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内容处于重要地位。下面是一
些著名平台的协议中关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内容( 见表 4) 。
表 4 若干平台协议中关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内容摘要

淘宝①
淘宝不仅在规则体系中通过淘宝总则、交易管理、争议处理等保障消费者权益，更是出台《飞猪旅
行集市旅行用车商品消费者保障标准》《淘宝网隐私政策》等保护消费者在具体领域和具体内容上
的权益。同时通过与卖家签订《消费者保障服务协议》等保证消费者能享有相应的服务权益。

京东

规定商家有“如实陈述”的义务，保障发布的商品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所发布的商品与实物相符。
若是违反如实陈述的相关规定，京东平台有权对商家进行相关处罚。同时，还推出了“七天无理由
退货”“正品保障”“自主售后”“遵守承诺”“履行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时间履行发货义务”
等，进而保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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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天猫①

《天猫规则》第三章中“交易与消费者保障”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了规定，涵盖“基础服务保障”和“增
值服务保障”，并通过《正品保障服务规范》《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规范》《七天无理由线上换货服务
规范》《天猫发票管理规范》《天猫物流时效管理规范》为消费者提供基础服务保障;
《天猫服务协议》的第七部分对“消费者保障义务”进行了规定，具体涵盖“保障内容”和“保障责任
及处理”两大部分。

网易
严选②

《网易严选服务协议》《网易严选隐私政策》《网易严选入驻商家争议处理规范》《网易严选入驻商
家售后服务处理规范》均涉及对消费者(买家)权益的保护;
具体涵盖“服务规范”“平台使用规则”“个人信息使用规范”“交易纠纷处理”“售后服务管理规
范”“售后要求及违约处理”。

美团
外卖③

美团外卖服务保障协议共推出“号码保护、放心吃、准时宝、极速退款”四项服务协议。其中在“号
码保护”协议中为保护消费者，采用了虚拟号联系消费者，过期无法再联系用户; 在“放心吃”协议
中，推出食品安全责任险，消费者遇到相应食品安全问题可以申请赔付。

资料来源:整理摘取自各平台规则、协议。

消费者评价能够塑造声誉，也能成为卖家做假的手段。“刷单”作为一个电商衍生词，是指由
店家付款请人假扮顾客，用以假乱真的购物方式提高网店的排名和销量，以获取销量及信用度吸引
潜在客户。通过这种方式，网店可以获得同类门店靠前的搜索排名，进而更易被买家在搜索引擎上
抓取。④ 处置这类问题依然要靠平台自身的智能技术。例如，美团每天产生约 300 万条左右的新
评论，其中 99. 6%的 UGC⑤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审核，剩余 0. 4%的“疑难杂症”则会由人工介入
审核; ⑥美团点评有 300 多种算法进行筛选，可剔除 98%虚假评价; ⑦美团医美“至美行动”在 2021
年 6 月的治理数据中，打击 6. 1 万条虚假医美评论，前置审核拦截涉违规商品和服务 3375 个。⑧

2．内容合规审核
内容审核是文字信息和视频发布平台保障内容合规的重要自治手段，平台希望通过审核机制，

能够规范平台上主体行为、创造良好平台环境和社会形象。通过对国内代表性短视频平台审核机
制的分析，平台内容审核总体可以概括为审核原则、审核机制、内容评估、推荐机制等( 见表 5) 。以
抖音为例，其通过“机器检测、人工检测、用户反馈、叠加推荐”等多重机制，努力实现对视频内容的
把关，优荐劣汰。
表 5 代表性短视频平台内容审核机制对比

内容 /平台 B站 抖音 快手⑨ 西瓜视频
审核原则 √ √ √ √
审核机制 √ √ ＊ √
内容评估 √ √ √ √
推荐机制 √ √ √ √

资料来源:整理自各短视频审核机制内容文本。“√”表示明确有;“* ”未找到明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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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资料网址: https: / / rule． tmall． com / tdetail － 11000211． htm? spm = a223k. 10052707. 0. 0. 429a496dawsxAq＆tag = self。
资料网址: http: / / you. 163． com /help /new#36。
资料来源:整理自美团各类协议原件。
顾健，2021:《疯狂刷单薅了谁的羊毛》，《检察风云》第 6 期。
UCG是指用户原创性语言，这里指美团用户的原创性评论。
科学频道，2017:《美团点评用人工智能“搞定”99. 6%UGC审核》，《中国网》12 月 4 日。
王真真，2017:《美团旅行整治刷单，违者永久下线》，《新京报》11 月 22 日。
资料网址: https: / /www. leiphone. com /category / industrynews /D6aL0xDwcDJtNZ6j. html。
资料网址: https: / /bbs． paidai． com / topic /1819244。



3．知识产权保护
网络内容可以复制传播，多数内容切割组合极易操作。因此平台发展的较早时期，各种类型的

知识产权侵权纷争不断，极大影响了平台的信誉和发展，防止侵权等成为平台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
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典型的公共事务属性，是政府市场监管的重要内容。但面对如此高频、巨量、多态
出现的侵权问题，政府处置的能力远远不足。因此，多数平台都采取措施进行知识产权保护。

微信作为目前最大的社交平台，每天发布原创文章 3 万—4 万篇，平台通过标注“原创”印记，
实施品牌保护。截至 2019 年上半年，微信平台三年累计超过 1 亿篇的文章被标明“原创”。① 对于
侵权者，采取处理个人侵权账号、禁止使用朋友圈、向品牌权利人提供仿冒品信息线索等( 见表 6) 。
表 6 微信平台 2019—2020 年知识产权维护相关情况

处理项目 数量

向品牌权利人输送侵权线索(万) 41
处理个人侵权账号(万) 7. 1
处理侵权投诉(万起) 12
处罚账号(万个) 4. 7

处理版权侵权信息(万条) 11

数据来源: 《2020 微信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报告》。

平台之所以能够有效处理如此巨量的知识产权问题，主要依托强大技术优势，通过智能化系统
实现。阿里作为一个具有几万亿元交易规模、5 亿消费者、近千万卖家和多种协作者的巨大市场组
织，“打假”等需求强烈。阿里有专门的平台治理部门，依托智能比对程序处置疑似知识产权侵权
问题。在天猫平台上，97%的知识产权疑似侵权被主动预警拦截，平台主动防控删除的商品是权利
人投诉的 24 倍。② 阿里以自身能力为政府赋能，2020 年与 29 个省、166 个地方公安协作，侦办制
售假冒伪劣口罩等违法案件 1711 件。③ 在打假的同时，平台智能系统还能帮企业回避不知情下的
侵权风险，例如阿里平台每天新品牌上线数以万计，新产品以百万甚至千万计，品牌名称“撞车”风
险很高，阿里智能商标机器人“造芒”上线后，数秒就能生成符合国家商标申请的名称，从而最大限
度帮助商标注册人规避重名风险和侵权风险。

视频内容侵权也是平台突出问题。2019 年至 2020 年 10 月，12426 版权监测中心监测的电影、
电视剧、综艺节目、体育赛事、动漫等 4894 件作品中，共监测到短视频疑似侵权链接 1406. 82 万条，
平均每项体育赛事的短视频侵权量达 2. 67 万条;电视剧作品单部作品短视频侵权达到 5991 条( 见
表 7) 。这些侵权问题通过主流平台维权成功率超过 95%。
表 7 2019—2020 年短视频侵权检测情况

作品类别 被侵权作品量(件) 短视频疑似侵权链接量(万条) 单独作品短视频侵权量(条)

电视剧 1571 941. 20 5991
电影 2075 35. 55 171

综艺节目 904 301. 77 3338
体育 33( 6202 场) 88. 09 26695( 场均 142)
动漫 153 36. 09 2359
其他 158 4. 12 261
总计 4894 1406. 82

数据来源:《2020 中国网络短视频版权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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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微信知识产权保护团队，2019:《2019 微信知识产权保护报告》。
阿里巴巴集团，2018:《数字经济呼唤数字治理，阿里用数据技术推动知产保护变得更简单》。
阿里巴巴集团，2021:《2020 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



4．交易纠纷处理
有交易就会有纠纷，平台交易数量巨大，因此相应纠纷和投诉数量很大。平台通过建立纠纷解

决规则和采取相应措施，为处理交易中的纠纷提供依据，进而规范交易流程( 见表 8) 。
表 8 代表性平台纠纷(争议)处理

内容 /平台 京东① 淘宝② 拼多多③

处理依据 《京东纠纷处理规则(买家版)》 《淘宝平台争议处理规则》 《拼多多争议处理规则》

条目
比较

一、总则
二、交易纠纷处理原则
三、举证责任
四、交易纠纷(先行赔付)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争议受理
第三章争议处理
第四章撤销和中止
第五章执行
第六章附则

1．总则
2．交易规范
3．争议处理
4．举证责任
5．附则

资料来源:依据各平台纠纷争议处理规则整理。

综合表 8 中典型平台的争议纠纷处理规则及其具体内容，平台交易纠纷处理总体流程涵盖
“举证责任”“交易纠纷赔付”和“平台拥有判定权力”三个方面。在举证责任方面，规定了不同类
型纠纷中的交易各方负有举证责任和举证期限，例如平台有权要求“买家或商家提供证据证明，且
有权单方判断证据的效力;买家主张未收到货的，商家应对其未收到商品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④

淘宝规定“对商品或服务产生争议的，买家应当在交易成功后的 15 天内提出维权主张”。⑤ 京东规
定“有权要求买家或商家提供证据证明，且有权单方判断证据的效力; 买家主张未收到货，商家对
其未收到商品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⑥ 在“交易纠纷赔付”方面，京东对于运费赔付实施“谁过
错，谁承担”原则，对于先行赔付在双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京东平台介入，并根据“纠纷规则”“双
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处理，交易纠纷规则没有明确规定的，由京东依其独立判断做出处理。⑦ 在平
台判定权力方面，规定在双方纠纷处理中平台享有证据有效判定、结果判定等权力，例如“有权单
方判定争议结果”“有权根据卖家提供的图片证据直接判定”。总体看，各平台对于投诉给予了高
度重视( 表 9) 。
表 9 黑猫投诉平台上若干平台总投诉量、回复率、完成率等

平台名称 投诉总量( 起) 回复率( % ) 完成率( % ) 响应时间( h)

平台一 188916 45. 74 33. 44 49. 42
平台二 105565 100 65. 84 2. 76
平台三 23890 100 93. 10 0. 76
平台四 2338 99. 70 53. 98 27. 21
平台五 2015 99. 86 73. 49 16. 17
平台六 1178 99. 75 70. 76 64. 66

数据来源:黑猫投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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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资料网址: https: / /help． jd． com /user / issue /464 － 1501． html。
《淘宝平台争议处理规则》，https: / / rulechannel． taobao． com /? type = detail＆ruleId = 99＆cId = 1153# / rule /detail? ruleId =

99＆cId = 1153。
资料网址: https: / /wenku． baidu． com /view /12f66e4e5122aaea998fcc22bcd126fff7055d89． html。
同①。
《淘宝规定的时限的实施细则》，https: / / rulechannel． taobao． com /? type = detail＆ruleId = 6305＆cId = 89#/ rule /detail? ruleId =

6305＆cId =89。
同①。
同①。



( 三) 平台自治的特点
前面分析表明，在传统的自发秩序与监管秩序这种两分法的治理结构中，出现了平台这个新的

治理主体和“技术秩序”这一新的市场秩序类型。技术秩序的形成，是通过自发秩序与制度秩序边
界各自回缩而让渡的一个新秩序空间，其约束力量强于传统的市场自发秩序又弱于行政和法律秩
序。因此，平台自治具有以下特点。

1．协商性
平台既是企业，又是平台上巨量市场主体和消费者交易服务规则的提供者;作为平台上企业的

秩序提供者，部分替代了以往的政府监管。由于不同主体有不同诉求，平台又无政府和法律具有的
强制力量，同时平台之间存在竞争，商户和消费者转换平台的成本较低，平台要力争使自己的管理
规则最有竞争力，才能既保证自身的市场优势，又维护其他主体的利益。因此，治理的性质决定了
平台治理秩序只能是各方协商形成并最大限度关注相关各方面诉求。

2．灵活性
平台的规则设置灵活多样，评罚结合，从扣分扣点罚款，到评价体系和声誉机制;从搜索降权到搜索

屏蔽，再至降低活跃度以至驱逐出平台，很灵活很实用。表 10中是若干平台的主要处罚手段。
表 10 各个平台的主要处罚措施

平台 主要处罚措施

阿里①

阿里对违规商户采用的措施有:警告、下架、删除、降权、限制发布产品信息、店铺监管、账户限权、
账户关闭和其他措施。
会员违规扣分累计达 12 分以上 24 分以下的，给予警告的处理; 扣分累计达 24 分以上 36 分以下
的，给予限权 7 天的处理;累计达 36 分以上 48 分以下的，给予限权 15 天的处理;累计达 48 分以上
60 分以下的，给予限权 30 天的处理;累计达 60 分以上的，给予账户关闭的处理。
被执行节点处理的会员，当其对应违规行为被纠正、违规处理期间届满、违规处理措施执行完毕，
方可恢复正常状态。

京东②

京东对违规商户采用的措施有:警告、下架、限制参与营销活动，单个商品搜索降权，单个商品搜索
屏蔽，单个商品单一维度搜索默认不展示，全店商品单一维度搜索默认不展示，店铺屏蔽，支付违
约金，关闭店铺。
卖家发生违规行为的，其违规行为应当及时纠正，京东将对该卖家扣一定积分且在卖家管理系统
或卖家论坛等位置公布。自然年度违规扣分在次年的 1 月 1 日零时清零。

滴滴③

滴滴通过服务合作协议和各类平台规则对司机实施管理。
《滴滴平台用户规则总则(试行)》对用户(驾驶员和乘客) 进行管理，其中对驾驶员违反平台规定，
明确提出有“警告、暂停服务、永久停止服务、信用违约金、降低信用评分、观察改进、安全培训、评
估考核”八类措施。

美团④
美团基础用户规则包含八份规则，不同业务规则十三份。其中在《美团用户诚信公约》中“多次在
自家或亲友店铺写好评、发布大量不实评价养号刷分”等十六类违规行为实施“扣分、封号”等
处罚。

资料来源; 各平台相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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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阿里巴巴中国站规则》。
资料来源: https: / / rule． jd． com /rule / ruleDetail． action? ruleId = 2754＆type = 0。
《滴滴平台服务合作协议》。
资料来源: https: / / rules － center． meituan． com /rules。



3．本地性
每个平台特点不同，具体自治手段要依据平台自身特点和需求制定。哈耶克等曾强调过“局

部知识”( local knowledge) 的概念，在当代网络平台上，这类局部信息和知识的丰富程度、独特性质
及变化速度等早已远非彼时可比。平台业务各具特点，治理需求也各具特色，如何平衡平台上各个
方面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每个平台的规则和手段只适合这个平台相关各方，即规则的本地
适用性。强调“本地”这个概念，本质上是使相关各方权责利边界一致起来，使得规则制定和执行
成本最小，治理更为高效。

4．民主性
平台的规制设计中，每一个客户、每一位消费者都能通过点评、反馈等方式参与到平台秩序治理

过程中，为那些表现良好的企业点赞和提升它们的声誉，同时使劣质企业和产品得到曝光并受到惩罚。
这种民主化治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大有裨益。面对损害较小的违法违规行为，个体消费者寻求行政和法
律保护的成本可能过高，消费者通过点评等方式给予负面反馈的能力，对商户的约束更简便有效。

5．有限性
平台通过与平台上的商户及消费者签订协议来实现自治，并无政府的强制力量，也没有法律法

规赋予的更多处罚权力。因此以“关闭店铺”“封号”等逐出平台的措施为最高处罚手段。碰到严
重的违法行为，平台、商户和消费者只能向监管部门反映情况和投诉维权，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等。
此外，平台上各方如果对平台的治理行为不满意，也可以向外部监管者提出控告甚至提起诉讼。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过去 20 年，基于技术能力的平台自治广泛发挥作用，虽不完善和理想，但
可用、有效，与行政监管和法治监管共同发挥作用，保障了各类平台大致正常的交易秩序。

四、监管政策:以解决“大而管不了”为重点的建议

在数字时代之前，一些大企业由于地位重要，即使出了问题政府也会轻罚、放过甚至救助，即所
谓的“大而不能倒”现象( Feldman ＆ Stern，2004) 。数字时代，大企业监管难题前移，笔者称之为
“大而管不了”。其根本原因就是技术秩序的加入，使得大平台上主体和交易巨大，平台结构多层、
多线交织，商业模式创新迅速，从而使得监管感到“多而顾不上”“快而跟不了”“深而看不透”“新
而读不懂”。大平台监管也是世界难题，虽然欧盟和美国早有监管大平台的理念、政策和法律，但
并未能有效遏制大型数字平台的市场力量。最近几年，在美国和欧盟，“资本力量过于强大”“科技
公司垄断市场”的质疑不断，监管部门也不断出台监管政策，但几个大平台的市值反而呈现快速上
升，可见数字时代平台监管的难度( 见图 9) 。

图 9 美国代表性数字平台市值
数据来源:整理自 market cap网站。

63

江小涓、黄颖轩:数字时代的市场秩序、市场监管与平台治理



之所以“大而管不了”，是由于技术和商业模式复杂，规模超大，行政和法律对平台的监管不到
位; 平台在自治的同时，脱离监管问题突出，不当行为得不到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因此，数字时代
的平台监管，首要是解决“大而管不了”这个突出问题。据此，提出以下监管政策建议。

( 一) 全面推行平台合规管理，政府加强合规监管
合规管理是企业防控合规风险的内部管理体系，企业要建立一套旨在防范、识别和应对合规风

险的自我监管机制，包含组建合规管理团队和建立合规风险的防范机制、识别机制、应对机制等方
面。① 大型数字平台企业规模大，在全球范围活动，内部组织结构复杂，关联企业隐蔽性强，商业模
式创新快，平台上的交易者众多，交易量巨大，交易内容和形态多样且变化迅速。平台的这些特点
决定了外部监管者难以对平台上每次交易进行主动监管或者依举报监管。因此，要求企业内部建
立合规管理体系，并由政府有效监管这个合规体系的建设、运行和效果，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从国际经验看，跨国企业的合规管理是企业形象和信用的重要标识，也是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
面。对数字平台企业来说，数据和隐私合规管理，消费者保护合规管理，算法设计合规管理，知识产
权保护合规管理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强，加上国内市场大成长快，促使其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但是，
由于有些企业缺乏国际市场竞争经验，加上合规管理意识不够、能力不足，经常成为其他国家或者
企业打击的对象。中兴公司自 2016 年 4 月以来，吸取过去某些方面管理不合规的教训，高度重视
出口管制合规工作。在出口管制合规组织体系建设上，成立了总裁直接领导的合规管理委员会，引
入和实施 SAP贸易合规管制工具( GTS) ，组织覆盖 6. 5 万名员工的合规培训，仅 2017 年中兴就投
入 5000 万美元用于出口管制合规项目。② 同时，中兴在首席出口管制合规官之下设立了法律与合
规管理部门。③ 2020 年，在合规建设领域，中兴获得了 ISO 37001 证书，证书范围覆盖中国及海外
36 个国家子公司的运营业务，完成 10 个欧洲重点国家风险评估，取得全球首个 5G 产品 ISO /IEC
27701 隐私保护国际标准认证。④

在全面推动企业建设合规管理体系的同时，监管部门要加强合规监管，并将合规监管作为重要
的常态化监管，包括确立合规管理标准、实施合规评估、检查等动态监管举措，促使企业增强合规管
理的动力，不断提高防范合规风险的能力。

( 二) 对平台进行分类监管
维护竞争秩序，防止垄断及其他不正当竞争，是行政和法治监管的首要任务。对大型平台的竞

争监管，比传统企业时代更重要也更复杂。各个平台有共性但更有个性，其行为各具特点带来监管
个性化要求，以国内外几类代表性平台为例。

一是搜索性平台。如百度、谷歌是立足于通过广告推送盈利的搜索平台。对广告商来说，最大
化推送和精准化推送是两个主要诉求; 平台的主要动力是吸引尽可能多的消费者上平台进行搜索。
由于平台无法针对消费者收费，因此，平台要最大限度地阻止第三方广告商进入，将广告机会留给
自己。市场份额与阻止进入是该类平台关注的重点。

二是电子商务平台。如淘宝 /天猫、亚马逊等作为典型电子商务平台，是典型的双边市场，需要
吸引消费者和商户双边上平台，双向最大化，而两者之间数量是相互加持的。因此，平台以免费服
务吸引消费者，又以多种方式吸引商户上平台并在其平台上唯一呈现，承诺以引流、费率或其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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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合规的定义可以参考国际标准组织( ISO) 2014 年 12 月 15 日发布的国际标准 ISO19600《合规管理体系指南》。
资料来源: https: / /baijiahao． baidu． com /s? id = 1598364708263967698＆wfr = spider＆for = pc。
中兴通讯，2019:《中兴通讯首席法务官申楠致董事、管理人员、员工、供应商以及业务合作伙伴的公开信》。
《中兴通讯 2020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惠与其唯一性捆绑。因此，所谓的限制选择( 二选一) 、补贴行为、优先向其自有品牌或合作品牌导
流等是关注重点。

三是社交类平台。如微信、脸谱等是社交网络，运行的基础是广告和各种利用平台的服务商，
考虑到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平台也允许第三方应用程序接入以便丰富平台内容。为了增加吸引
力，这类平台有可能对不良信息和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管控不够。同时，由于其接入范围极为广
泛，当它们关闭有潜在竞争性的新应用接入时，会带来所谓的基础设施不开放产生的公平性问题。

四是移动支付类平台。蚂蚁金服等移动支付类平台，运行的基础是提供便利的二维码支付服
务，同时获得海量和实时用户数据，并由此识别判断个人信用状况，以“助贷”、“信用查询”等名义
与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业务合作，并对客户进行智能广告投放。这类平台希望能最大规模占领市场
并实现排他性经营。因此，其既排斥竞争对手进入平台提供相关服务，也不情愿支撑其他平台的支
付业务，有可能限制竞争。此外，由于涉及金融业务，巨大用户端市场规模、金融端跨行业、多业态、
多点链接和巨额现金流、现金池等，有可能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

总之，不同类型平台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表现不同，每一项表现后面的复杂技术事实认定
和法律适用性等都很专业。因此，建议政府依托专家队伍，明确不同平台的关键问题和监管重点，
有针对性地设计监管对策。

( 三) 以公开规则为重点，加强算法监管
数据和算法在服务平台商业模式和平台自治的同时，也可能通过掌握的海量数据和自身引导

能力，侵犯个人隐私、违背社会公平、塑造不恰当的价值观等，甚至干预政治选举。由于只有软件开
发者真正知道这些算法如何运行，即使不当也有可能许久不被社会知晓。例如，金融平台公司可以
在贷款业务中，运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画像”，计算违约概率，保障贷款安全。在这一过程中，如
果将民族、宗教、性别等因素“算入”，就有悖社会价值观。另外，政治选举时不得将特定信息推送
给算法“算出”潜在支持者，也是一些国家的明确要求。因此，明确算法伦理并监管不当算法，是行
政监管的重要内容。政府要进行监管，就需要对技术架构有清晰理解。对于快速发展之中的数字
技术而言，政府监管人员要理解这类技术问题并非易事。因此，政府对算法的监管不能仅靠一已之
力，而是要动员和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技术规则的公开透明是外部监管所需的基本条件。例
如，要求电子商务平台向社会说明平台产品推荐机制的公正性，外卖平台要向社会说明自己的配送
机制合理兼顾了骑手、商户和消费者三方利益。同时，该类说明要足够具体，使监管者、技术专家和
社会各方面都能理解。当平台明知存在违背商业规则、国际惯例、社会价值或人类伦理等可能性或
者实际行为，平台有技术能力却在设计算法和程序时不予关注，或者故意放纵，就是不当行为，应该
受到严格监管和严肃查处。

( 四) 维护平台之间公平竞争，保持多方利益平衡
现在，行政和法律对几大平台的监管力度加大，引起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关注。为了

避免风险，不少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只选择与国有数字企业签订数字化服务合同，排斥非国
有平台企业进入。这将带来另一种形态的不公平竞争甚至垄断行为。因此，对政府和公共部门这
类行为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也应纳入市场监管范畴，并且在对各级政府文件出台前的合法性审查
中，要将该内容纳入其中，体现对各类所有制主体平等监管、平等保护这一根本性、制度性要求，保
障平台之间的公平竞争。

同时，平台内部及相关各方面的诉求分化程度远高于传统市场。产品和服务质量保障以及不
受虚假信息的误导，是消费者首要和普遍诉求。另外，消费者、企业、投资者等的需求存在不同程度
分化，一些消费者感兴趣免费、普惠和多样化的服务，能够接受广告推送;还有部分消费者愿意以付
费获得更好的服务体验;企业期望得到可预期的竞争和监管环境，在场企业和新入场企业、想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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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诉求也很不相同;投资者关心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股东希望控制内部人滥用权力等。因此，
在平台监管中，要关注各种诉求，从鼓励创新、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公平竞争等多角度匹配监管权
重，恰当组合监管的手段和方式。这对创新行为的平衡、鼓励和约束十分重要。同时，鼓励创新要
求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以及对现存秩序的适度干扰和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从这个角度看，
在对各个平台进行底线严格监管的同时，可以考虑给平台必要的创新空间，允许不同平台在合规前
提下，探索不同的内部治理特色;允许平台之间有更多的竞争和博弈。

( 五) 注重外部性问题和社会价值观导向监管
平台不仅是大型企业，而且创造了新的社会基础设施和新的公共空间，因此平台行为具有明显

的外部性。同时，平台上各类主体的言行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有可能影响其他公民的正常工作和生
活，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宁。特别是内容类平台，连接极为广泛，人人都可以是网络内容的生产者、观
赏者和传播者。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和多国实践都表明，在无外部约束监督的
情况下，网络内容会出现低俗、误导未成年人、造谣陷害甚至政治诱导等，进而形成错误的舆情和价
值导向，破坏整个网络生态环境。因此，需要对网络内容实施监管，建设良好的网络生态，为全社会
提供良好的价值导向和社会道德规范。在外部性显著的领域，强有力的行政监管甚至直接干预是
必要的。

同时，关系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产品与服务也需要加强外部监管。在传统市场上，例如食品
药品和特种设备等市场，以及具有严重信息不对称并会造成群体性严重后果的市场，例如金融市场
等，就不能允许通过市场上的重复博弈和竞争过程来进行规范，而是需要有政府的严格监管。这些
理念和规则对平台监管依然适用。同时，数字时代有更多的智能产品出现，例如无人驾驶汽车、无
人机、智能机器人等，都涉及到人体健康与安全问题，需要政府在前端( 准入) 时就加强监管。

( 六) 行政监管要迅速敏捷、及时迭代
数字时代，市场事态快速变化，挑战时时更新，“敏捷”就成为了数字时代监管的重要理念。①

2020 年，世界经济论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敏捷监管:监管者的工具包》报告中指出，当前的监管
需要一种更快、更敏捷的方式管理新技术、商业模式和社交互动，使监管能够跟得上新问题、新产
品、新商业模式，应对创新和部门管理之间的协调，应对动态风险和责任管理问题。

在传统治理和监管理念中，政府政策和法规需要考虑全面，出台后长期稳定执行，不能“朝令
夕改”。然而，数字时代一切都在快速变化，监管对象和监管环境日新月异，特别是平台规模大、数
据交易量大，垄断问题和其他不正当行为易于产生，影响快速蔓延，监管迟滞就会产生“大而管不
了”“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因此，面对平台、面对数字技术，监管的理念和操作都要与时俱进，“长
期稳定不变”“全面完善普遍适用”等观念需要调整，看到趋势性的苗头就应该及时敏捷出台监管
政策，并随形势变化及时修改完善和迭代升级，甚至可以一事一议，一个平台一策。总之，应对多变
数字世界，监管自身也需要不断创新，需要更新理念和方式。同时，社会对监管部门也要有合理的
期待和评判标准。

本文的分析表明，数字时代，市场结构和运行模式发生重要变化。传统市场秩序受到多方面的
挑战。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代表形态，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开发支持核心交易的算法程序，
提供交易规则，监管交易行为，以此来降低交易成本，为交易各方和社会创造价值。由此形成了市
场经济中新的技术秩序，不仅支撑平台发展和自治，也赋能行政监管和法治监管。与此同时，平台
种种不正当竞争和其他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更不易被发现和及时管控，有效监管挑战很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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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敏捷”在国外最早提出是在软件开发领域，强调软件开发过程中个体和互动、关注客户合作，以达到缩短开发周期、回应
环境快速变化的目的。



管也需要加强和改善。总之，时代已经改变，要全景式地理解变化，在新秩序结构中，寻求各种市场
秩序、各类监管之间的最优组合，做到维护市场有序运转、多种主体利益平衡和整体社会效益的最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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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Order，Market Supervision and Platform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ge
JIANG Xiaojuan and HUANG Yingxuan

(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
Summary: Sizeable platforms emerge in large numbers unprecedentedly in the Big Data era，bringing up substantial
changes to the market structure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The platform challenges the original market order; it also
functions as a creator and maintainer of the market chain from production to consumption by its techniques． In the context of
this new circumstance，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platform autonomy and technical order should be added to the market order．
The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traditional market order into a spontaneous，administrative，and legal supervision order．
The basic unit of the market order is regulation since market supervision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an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market order．

Second，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llenge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large platform enterprises bring to the
market order． After scrutinizing the representative platform enterprises of China，including Tmall，Taobao，Meituan，and
Jingdong，we find that the crowded consumers，quick iterated businesses，frequently updated production，manufacturers
with short incubation cycles and digitalized merchandises invigorate the platform economy significantly． However，problems
emerge simultaneously． The original market suffers from the disorder due to the platform's colossal transaction amounts，
characteristics of versatility，easy imitation，substitutability，and various transaction parties．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data
has aroused the concern of legal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about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nterprise data
ownership． In this new situation，as the host for digital businesses，platform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establish a market
order to ensure a healthy transaction surrounding． Therefore，platforms need to set up different market ownerships and
transaction rules to create an autonomous market，making platforms a new advocator and guardian of the market order in the
digital age; and platform autonomy can be independent from government supervision in certain time and space．

Third，this paper conducts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technical order and platform autonomy． First，we think the basis
of technical order is technology，and it is also the fourth version of governance orders and the spontaneous，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order． Second，technical order is the base of platform autonomy． By algorithms，the platform can read，utilize and
shape preferences． Then，the platform takes the next step of attracting tons of consumers by technology to set up a target
business model． The platform deals with consumers' comments，service complaints，and suggestions with nearly zero marginal
cost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technology empowers the reputation restraint and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mechanism． Finally，platform autonomy has properties of negotiation，flexibility，locality，democracy and finiteness． In the
procedure of platform autonomy，the platform plays the role of supervisor and referee． It protects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reviews platform content，defen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nd settles transaction disputes by internal rules，
agreements，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a word，platform autonomy is a new type of governance relying on technical order．
The platform functions as an order maintainer，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supervision．

Final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blem of too big to manage brought by digitizing large-scale platforms relying on
the advantag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deed，this is a significant worldwide problem suffering regulators regardless of their
nations or countries． Here，we offer several policy implications． ( 1) It is necessary to update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supervision system to meet the market's needs in the digital age; ( 2)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an overall platform
compliance management and strengthen government compliance supervision; ( 3 ) it is necessary to classify the current
regulations，conduct specific platform supervision，strengthen the algorithmic supervision，and release specific regulations
bearing with platform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 4)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for platforms
and help maintain the balance among different platform stakeholders; ( 5 )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value-oriented
platform supervision to form a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network ecology; ( 6)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agile supervision
to make better preparation for the complicated and volatile market in the digital ag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re is a precedented change of the market order in the digital age． We need to promot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o release their potentials to create a dynamic and healthy market environment． It also calls for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among various market orders and supervision modes． We would embrace a more promising and
productive market and economy by maintaining a well-organized market operation，balancing various stakeholders' interests，
and maximizing social benefits．
Keywords: Market Order; Technical Order; Platform Governance; Market Supervision
JEL Classification: L41，L43，L51

( 责任编辑:冀 木) ( 校对:曹 帅)
14

2021 年第 12 期


